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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增进农民幸福感

———基于经济收入－社会网络－生态环境框架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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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２１ 年我国实现了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后，进入了由全面小康向共同富裕过渡的新时期。 扎

实推进共同富裕成为重要的议题。 共同富裕与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紧密联系，政策努力的目的在于

增进人民的幸福感。 理解增进幸福感的决定机理有助于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策略。
本文从“人与物” “人与人” “人与自然”三大维度，依次分析了经济收入、社会网络和生态环境对增进

农民幸福感的影响。 结果表明：（１）绝对收入对农户家庭幸福产生倒 Ｕ 型影响，而主观相对收入显著

影响农户家庭幸福感。 （２）社会网络对农户家庭幸福的影响不确定。 （３）生态环境改善显著促进了

农户家庭幸福感。 特别地，改善生态环境能够有效弱化外出务工对农民家庭幸福感的负向影响。 文

章认为，重构后小康时代的财富观和福利观，在以人为中心的包容性发展中谋求精神文明与生态文

化的富足，是保证不断增进农民幸福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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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６；Ｆ０６１．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４６５（２０２１）０６－０１４０－１２

一、引言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

胜利” 。 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 显然，尽管共同富裕不再

是远景目标，但需要有切实可行的操作策略付诸实践。 如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并取得明显成

效，是一个重要的现实议题。
推进共同富裕必须深刻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 １９５３ 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

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党在农村中工作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逐步克服工业和

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状况而取得共同富

裕和普遍繁荣生活” 。 ６０ 多年之后，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 。 ２０２１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进一步提出，“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和中国特色，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
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享改

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 。 在中国语境下，共同富裕与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紧密联系，政策

努力的最终目的在于增进人民的幸福感 ［１］ 。 从这个角度看，揭示幸福感的决定机理从而推进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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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幸福感决定机理的研究相对丰富。 传统的观点认为，财富可以被用来交换那些增进个

人效用的商品。 因而，经济增长提高了个人的收入水平，从而增进了国民的幸福感 ［２］ 。 例如，
Ｄｅａｔｏｎ 和 Ｓｔｏｎｅ［３］ 使用世界民意调查的 １２３ 个国家数据进行分析并发现，人均 ＧＤＰ 每翻一倍，幸
福感水平显著提升。 然而，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４］ 对包括美国在内的 １１ 个国家国民幸福感的研究发现，经
济增长与幸福感之间并非完全呈线性关系，反而呈“倒 Ｕ 型”的关系：在短期内，经济增长增进

了国民幸福感；而长期内，经济增长不一定增进国民幸福感，甚至在个别时期造成幸福感损伤。
对于中国而言，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１９ 年，人均名义 ＧＤＰ 增加了 ４２ 倍，但《世界幸福感报告》的数据显

示，同期中国居民的平均幸福感却从 ７．３ 下降到 ５．１２（按照 １０ 分制进行评价） 。 可见，收入所产

生的幸福感没有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明显。 为了进一步理解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及其与幸福感

的关系，我们使用了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２０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发现，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幸福感产生

“倒 Ｕ 型”影响，拐点出现在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６ 万元附近（图 １） ，即一旦超过人均收入 ２．６ 万

元的阈值，收入增加反而会降低中国居民的幸福感（或者说，幸福感随收入增长的幅度非常低，
以至于难以被观察） 。 一个重要的解释是，在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提升的同时，幸福感的评价标

准也发生变化。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需求具有多元性，由低到高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

求、情感与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作为物质需求的主要组成部分，生理需求是最

低层级的需求；安全需求、情感与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则是非物质需求的组成部

分，是较高层级的需求 ［５］ 。 物质需求离不开经济收入的保障，只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就能满

足人们的生理消费需求，从而促进幸福感 ［６］ 。 但是，经济收入难以满足非物质需求。 当物质需

求得到充分满足并转向非物质需求后，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进一步式微。

图 １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世界幸福感报告》 （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 ，《中国统计年鉴》 （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来源于

国家统计局官网。

由此可见，巩固壮大经济总量、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速是增进幸福感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
但是，以人为中心、在发展中谋求人的全面进步和精神富足却是保证幸福感长期增长的关键。
考虑到关于增进幸福感的研究没有形成以人为中心的包容性发展视野的研究线索，本文立足于

“人与物” “人与人” “人与自然”三大维度，解构以人为中心的关系体系以及幸福感的生成逻辑，
从而为我国在后小康时期构建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提供依据。

二、理论推导及其假说

“幸福感”被定义为个体在一个从积极到消极连续体上对其生活状态的整体评价及其情感

体验，在本质上表达为个体的认知评价和某种程度的积极或消极情绪。 由此，理解幸福感的决

定机理需要立足于人的本身及其一切的关系总和 ［７］ 。 兰德曼在《哲学人类学》中指出，“人是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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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型的存在，自然只完成人的一半，另一半留给人类自己完成” ［８］ 。 马克思的观点是，“人直接

地是自然存在物” ，而且是“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 “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
也生产社会”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 ［９］ 。 人的存在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其中，自然属性表达人从自然世界中获得人类自

我的规定性，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 ；社会属性表达生产活动维持生命体的生产与发展，不仅

反映“人与物”的关系，更通过生产和交换反映“人与人”的关系。 为此，人对生活状态的整体评

价及其情绪的体验（即幸福感）必然是围绕“人与物” “人与人” “人与自然”三大维度而发生的。
（一）人与物的关系：经济收入

经济收入是满足物质需要的保障，因而成为增进幸福感的关键性因素。 涓流经济学基于市

场信念，认为经济增长对贫富差距没有较大的影响，从而没有造成幸福感损伤。 其中，Ｄｅｉｎｉｎｇｅｒ
和 Ｓｑｕｉｒｅ［１０］ 的研究表明，１９８５ 年至 １９９５ 年期间，发展中国家的人均 ＧＤＰ 增长了 ２６％，同期基

尼系数变化不足 ０．３％。 Ａｇｈｉｏｎ 和 Ｂｏｌｔｏｎ［１１］ 在增长与不平等模型中指出，高收入群体积累的财

富降低了利率，使得低收入群体低成本地获得信贷资金，为获得美好的生活提供了支持。 另外，
经济快速增长有利于雇主雇佣更多的劳动力，增加了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机会。 高收入群体获得

的利益通过涓流效应传递给低收入群体，使得经济增长成果惠及普通低收入群体，强化其对未

来生活的乐观预期，从而促进了幸福感提升。
但是，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不会持续使低收入群体受益并从中增进幸福感。 Ｌｕｃａｓ［１２］ 对美

国与印度的研究发现：富国和穷国的相对资本禀赋是不同的。 相对于穷国来说，富国的资本边

际产品相对较低。 当资本被允许自由流动时，为了促进资本的边际收益均等，资本会从富国流

向穷国，从而促进了穷国的经济增长。 且事实表明，１９９８ 年印度的资本边际报酬率是美国的 ５８
倍，如此大的报酬差异没有导致美国的资本流向印度。 同样地，Ｋａｋｗａｎｉ 和 Ｐｅｒｎｉａ［１３］ 对 １９８４ 年

至 ２００１ 年间 ８０ 个国家 ２３７ 个时段的经济增长与贫困主体受益性研究显示，经济增长及其负增

长的情况分别为 ５５． ３％和 ４４． ７％。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低收入群体受益的比例仅占其中的

２３．２％。 于是，Ｇｒａｈａｍ［１４］ 在 ２００８ 年对经验研究进行了总结并指出，在跨国和跨时的研究方面，
经济收入增加与幸福感几乎不相关；即使相关，经济收入对幸福感产生的影响也很小。

经济增长不会长久地增进幸福感的原因在于：经济增长隐含着“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
的市场经济逻辑。 其中，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在地理区域分布上不仅具有差异化，而且是天赋外

生的。 市场竞争主体之间存在着能力、机会、地位等差异。 这不仅因为他们面临的外部条件不

同，还受自身的“机灵” “想象力” “判断力”等特质的约束，从而在资源获取、机会俘获、权利行

使等方面表现出差异性。 由此，强者往往依赖自身的机会、能力、地位和对资源的控制等相对优

势，通过市场规则获利，形成对弱者的剥夺，使得生产要素进一步向强者集中。 贡献的回报随着

贡献的增加而加倍扩大，相对弱者而言，要素配置的不公平使得强者积累财富变得更加容易，并
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 再加上资本垄断的天性、权力腐败的作用，增长红利因贫困

的积累而引致贫富差距的“马太效应” 。 例如，Ｐｉｋｅｔｔｙ 和 Ｓａｅｚ［１５］ 的研究显示，随着经济不断增

长，１９７６ 年至 ２０１１ 年间，最富有的 １％人口的收入份额从 ９％增加到 ２０％；相反，其他群体的收

入份额仅增加了 ３％。 那么，在相对定型的社会结构中，实现自身向社会流动的可能性相对较

低。 改变结构位置的期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向大脑传递痛苦和不安的信息。 这在很大

程度上减少多巴胺的分泌，钝化中枢多巴胺神经通路，导致幸福感损伤。
于是，本文提出假说 １：收入对幸福感产生“倒 Ｕ 型”的影响，在短期内，收入增进了幸福感，

在长期内，收入却降低了幸福感。
（二）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网络

“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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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９］ 。 由于能力有限而导致相互依存性，人
在合作中获得安全感及资源、信息等支持，在理论上增进了幸福感。 然而，与天生具有群居本能

的蚂蚁不同，人似乎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性格，达成长期合作面临着机会主义行为的挑战。 互

惠互助信任机制的建立意味着交易空间的封闭性，其关系的维护与稳定存在高昂的交易费用。
在长期的博弈中，人们学会了用传统观念组织社会、利用强制控制社会、利用市场调节社会等促

进合作的方式。 人与人的关系总是取决于传统、强制与市场，并不一致地增进幸福感。
在乡土中国的人与人的关系中，教化是知识性传统在代际更替中的重要机制。 “儒家很有

意思地形成一个建筑在教化权力上的王者” ［１６］ 。 儒家的人伦教化使得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出以

“己身”为中心形成的同心圆状的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隐含着长久的预见性和低度选择性，并
构筑个体与同一圈层成员之间均质化的网络关系。 根据汉密尔的亲属选择理论，受“自私基

因”的作用，血缘关系越强（或者说基因相同程度越高） ，相互之间的利他倾向越明显。 由此，在
血缘、地缘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中形成了人情循环与互动的持续动态过程，并产生情感支持（尊

重、爱、关怀、聆听） 、工具性支持（帮工互助、风险分担） 、信息支持（信息交流） 、评价性支持（肯

定、建议） 。 这些支持发挥着非正式保险机制作用，使人们抵御风险能力得到提高，安全感和自

信心增强，对未来生活的乐观预期增强，幸福感提升。 而且人情交往具有相互性，施予者预期自

身的行为得到回报，接受者也明确自己必须回报，从而决定了“施与报”的对象具有一致性。 在

选择参照对象进行社会比较时，每一个人都是施予者。 他们因此更容易获得自豪感和满足感，
减少了相对剥夺带来的不安和焦虑，并增进了幸福感。

问题在于，“控制一个机制的有效运作在于某种强制性的权威持续。 权威在共同体行动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１７］ 。 作为共同体行动，乡土社会的人情循环和互动难以脱离现实权威。 在

国家权威相对缺位的条件下，基于传统宗法社会的信念基础和制度基础，宗族组织成为乡村社

会的“运行单位” ，并具有“元组织”特性。 宗法思想和宗法制度嵌入宗族组织内部形成了资源

分配机制和多边奖罚机制。 个别群体在宗族组织的奖罚机制遮掩下，利用自身身份获得支配

权。 他们与官僚体系关系密切，利用支配权对各类资源进行侵占。 在以大姓为主的村庄内，宗
族组织与正式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行政村的领导人大部分由大姓村民担任。 对于那些

由几个大姓组成的村庄，行政村领导人由几个大姓轮流担任。 即使是小姓担任村领导，大姓也

会以某种方式对其权力行使进行干预。 他们上台后，关心的是熟人利益，利用宗族力量控制村

委会，推动对本族有利的措施，对外族资源进行剥夺 ［１８］ 。 例如，地权分配依赖于村集体组织实

施，在实际分配过程中，村干部分给同族更多的土地，或者选择对宗族成员经济利益更为有利的

方式。 宗族组织经常与村权相互耦合，在嵌入正式制度的同时，控制资源，作出对“内部人”有

利的安排；“外部人” （非本宗族成员、小姓宗族成员）的利益因此被侵占（或者是得不到公平对

待） 。 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个体的相对剥夺感，并造成了幸福感损失。
进一步，在村庄开放与人口流动的背景下，市场经济为人们提供财产收益机会、劳动力流动

机会及贸易自由机会。 市场机会的获得对任何个体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市场竞争中，人与人的

关系并非基于差序格局或宗法制度上的惯性、强制、非对等的交往，而是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
合作中竞争或在竞争中合作形成的自由、平等交往。 然而，对市场机会的利用往往与人力资本

紧密关联。 当发现一个市场机会并试图将其价值化，就需要一定数量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物质资本是被动资产，其提供者具有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主动资产，本质是对物质资产使用的

能力。 人力资本天然地属于个人，具有高度的异质性。 这使得部分人力资本不足的群体在市场

机会价值化中出现竞争劣势，在某个初始时点上丧失了市场机会，从而影响到后续机会的获得

与利用。 于是，他们长期处于社会结构分层的相对低位，并作出机会不公平的判断，产生持久的

幸福感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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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本文提出假说 ２：社会网络并不必然增进农民幸福感。
（三）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环境

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和进化的结果，在与生态环境交互的过程中必然产生某种特定刺

激。 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改变神经活动的作用路径，并缓解警惕、抑郁和不安等焦虑情绪。 即

使长期处于经济匮乏状态，生态环境也能降低人们对未来生活状态的负面情绪，满足情感与归

属等需求，从而增进幸福感。 生态环境具有效用不可分割性、消费非竞争性和受益非排他性，从
而决定了人们享益的公平性与共享性。 特别是在资源配置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地区往往将污

染产业或企业转移到落后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落后地区居民的健康权益，造成人体免

疫力下降，增加了呼吸道疾病、心脏病、肺癌等患病风险。 环境流行病学的证据表明，在中国，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因空气污染造成的缺血性脑血管疾病、认知功能损害等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患病

率增长了 ３３％；仅 ２０００ 年，空气污染导致 １２３．４ 万人死亡 ［１９］ 。 Ｃｈｅｎ 等 ［２０］ ２０１３ 年对中国的研

究显示，空气污染使得北方地区居民的寿命平均缩短了 ５．５ 年。 饱受健康问题困扰的群体在与

过去健康状态或健康群体进行比较时，会产生患病的焦虑和恐惧，并转化为对未来生活的悲观

预期，造成幸福感损失。 为此，改善生态环境有利于缓解宏观层面的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健康问

题，在提升了对安全需求的满足度的同时，减少了相对地位的剥夺感，并促进了多巴胺的分泌，
提高了对未来生活的乐观预期，增进幸福感。

于是，本文提出假说 ３：改善生态环境能够有效增进人们的幸福感。

三、数据、变量选取与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

受资源、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各地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和条件是不同

的。 由此决定了幸福感的内在机理，以及推进共同富裕的切实措施具有区域层面的差异性。 广

东省整体富裕程度较高，同时又隐含着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 尽管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

利，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家庭的物质需求得到了基本满足，但对生态环境效用的关注尚不充分。
相反，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家庭在追求物质需求的基础上，已经逐渐转向对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

的追求。 因此，以广东省农民家庭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本文使用暨南大学经

济社会调查中心于 ２０１９ 年进行的“广东千村调查”数据。 该数据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

样，抽取广东 １１９ 个行政村、３６２２ 户农民家庭入户调查，样本覆盖粤东、粤北、粤西和珠三角等

地农村。
（二）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农民家庭幸福感。 幸福感被定义为在一个积极到消极连续体上对其生活状态

的整体评价和情感体验。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以农民家庭对生活状况的感受及其评价作为其测

度项。
核心解释变量：农民家庭绝对收入、社会网络与生态环境。 其中，农民家庭绝对收入表达的

是“人与物”的关系，以 ２０１８ 年家庭可支配收入作为其测度项。 社会网络表达的是“人与人”的

关系，以 ２０１８ 年家庭人情支出作为其测度项。 生态质量表达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本村

水土流失、土壤荒漠化、土地盐碱化等生态问题严重程度作为其测度项。
控制变量：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恩格尔系数、村庄面积、村庄

工业化、乡村特色产业。 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能够更好地控制情绪，有助于抑制负面情绪对幸

福感的影响。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对生活评价的积极情感不断累积，会更多保留让自

己满意的事件从而使幸福感提升。 同时，人们可以从配偶之间获得信任、释放压力的渠道，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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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 医疗与养老保险形成的风险保障、非农产业发展提供的就业机会均能够增进农民的幸

福感。 具体描述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说明与统计描述

变量 定义 ／ 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幸福感 生活满意度（ １ ＝很不满意，２ ＝不满意，３ ＝一般，４ ＝满意，５ ＝很满意） ３．３７５ ０．８７７

绝对收入 ２０１８ 年农民家庭可支配收入（万元 ／ 户） ５．０６５ ８．３０６

客观相对收入 农民家庭收入 ／ 村庄农民家庭平均收入（比值大于 １ 时赋值为 １，否则赋值为 ０） ０．３４９ ０．４７７

主观相对收入 家庭经济在本村情况（１ ＝相对较低，２ ＝一般，３ ＝相对较高） ２．１６３ ０．８１４

经营性收入占比 农林牧渔业等经营收入 ／ 家庭总收入 ０．１１０ ０．２７７

财产性收入占比 金融资产、集体分红、土地房屋租金等财产性收入 ／ 家庭总收入 ０．０２２ ０．１５１

转移性收入占比 养老金、社会救济、政策性生活补贴等转移性收入 ／ 家庭总收入 ０．３１０ ０．４１８

工资性收入占比 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等工资性收入 ／ 家庭总收入 ０．５５８ ０．８８５

社会网络 ２０１８ 年人情支出多少钱（万元 ／ 户） ０．１７０ ０．３７４

生态环境 生态问题的严重程度（１ ＝严重，２ ＝一般，３ ＝不严重） １．９５８ ０．５６９

性别 性别信息（ １ ＝男，２ ＝女） １．１４３ ０．３５０

受教育程度 教育水平（ １ ＝小学及以下，２ ＝初中，３ ＝高中，４ ＝大专及以上） １．１６４ ０．７０５

婚姻状况 婚姻状况信息（ １ ＝未婚，２ ＝已婚，３ ＝离异，４ ＝丧偶） ２．１７５ ０．６１１

医疗保险 是否购买“新农合” （ ０ ＝否，１ ＝是） ０．８６６ ０．３４１

养老保险 是否购买“新农保” （ ０ ＝否，１ ＝是） ０．０８１ ０．２７３

恩格尔系数 食物支出 ／ 家庭总支出 ０．４４２ ０．２８６

村庄面积 本村占地面积（平方公里） ８．６０２ １６．１０６

村庄工业化 本村或周边是否有工厂（０ ＝否，１ ＝是） ０．５４２ ０．４９８

乡村特色产业 本村是否有特色产业（０ ＝否，１ ＝是） ０．４０８ ０．４９１

（三）模型设置

增进幸福感的分析线索包括“人与物” “人与人” “人与自然”三大维度。 其中，“人与物”关

系表达的是以绝对收入为核心的物质生活水平，在短期内，绝对收入增进了幸福感，在长期内却

造成幸福感的边际效用递减，从而对幸福感产生倒 Ｕ 型影响。 “人与人”关系表达的是社会网

络，其既可能促进幸福感，也可能抑制幸福感，因而对幸福感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人与自然”
关系表达的是生态环境，其能够长久地增进个体的幸福感。

为了估计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建立以下模型表达式：
ｈａｐｐｙ ＝ 􀆟０＋􀆟１ ｉｎｃｏｍｅ＋γＣｏｎｔｒｏｌ＋ε （１）

其中，ｈａｐｐｙ 表示幸福感， ｉｎｃｏｍｅ 表示绝对收入，Ｃｏｎｔｒｏｌ 表示控制变量，∂０ 是常数项，∂１、∂２

和 γ 是待估计系数，ε 是误差项。
考虑到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倒 Ｕ 型关系，所以在式（１）的基础上引入绝对收入的

二次项，并建立以下模型表达式：
ｈａｐｐｙ ＝ 􀆟０＋􀆟１ ｉｎｃｏｍｅ＋􀆟２ ｉｎｃｏｍｅ２＋γＣｏｎｔｒｏｌ＋ε （２）

为了估计社会网络对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建立以下模型表达式：
ｈａｐｐｙ ＝ 􀆟０＋􀆟３ ｓｏｃｉａｌｎ＋γＣｏｎｔｒｏｌ＋ε （３）

其中，ｓｏｃｉａｌｎ 表示社会网络，􀆟３ 是待估计系数。
为了估计生态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建立以下模型表达式：

ｈａｐｐｙ ＝ 􀆟０＋􀆟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γＣｏｎｔｒｏｌ＋ε （４）
其中，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表示生态环境，􀆟４ 是待估计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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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模型均使用 ＯＬＳ 模型进行回归估计。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农民家庭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

表 ２ 汇报了绝对收入对农民家庭幸福感的影响。 结果表明，绝对收入对农民家庭幸福感产

生显著促进作用；绝对收入的平方项显著为负，说明绝对收入对农民家庭幸福感产生倒 Ｕ 型影

响。 由此，在短期内，绝对收入增加在满足农民物质需求的同时，也强化了其对未来生活的乐观

预期并促进了幸福感；长期而言，绝对收入的提高会激发农民主体对物质的占有欲，降低绝对收

入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即假说 １ 得到验证。 可以认为，单纯以经济收入为导向很难在根源上

解构推进共同富裕的实施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绝对收入平方项的系数相对较低，说明农民在

收入不足的情况下，出现了伊斯特林悖论。 后文将对此做进一步讨论。
表 ２　 农民家庭绝对收入对农民家庭幸福感的倒 Ｕ 型影响（Ｎ＝ ３４９９）

变量
模型 ２－１ 模型 ２－２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绝对收入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３

绝对收入的平方项 － － －８．８２Ｅ－０４∗∗∗ ３．１９Ｅ－０４

性别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４８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２

婚姻状况（相对于“未婚” ） 已婚 ０．０３７ ０．１０４ ０．０２８ ０．１０４

离异 ０．０６０ ０．１７４ ０．０６３ ０．１７３

丧偶 ０．１１０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０ ０．１１５

医疗保险 ０．０５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７ ０．４４７

养老保险 ０．００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５５

恩格尔系数 ０．０２９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５３

村庄面积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村庄工业化 ０．１０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９７∗∗∗ ０．０３０

乡村特色产业 ０．６２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１∗∗ ０．０３０

常数 ３．１６９∗∗∗ ０．１３２ ３．１５８∗∗∗ ０．１３３

伪 Ｒ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６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分别表示 １０％、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二）农民家庭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

表 ３ 在控制农民家庭绝对收入的基础上，分析客观相对收入和主观相对收入对农民家庭幸

福感的影响。 结果表明，客观相对收入的系数不显著，但主观相对收入对农民幸福感有着显著

的促进作用；由此表明，以他人为参照物所感受到的被剥夺程度显著影响农民家庭幸福感。 同

时，不仅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促进作用存在边际递减的现象，即使在绝对收入一定的条件下，如
果农民感觉自己收入不如其他农民，也会出现幸福感损伤。

（三）社会网络、生态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

表 ２ 和表 ３ 的回归结果说明，支撑经济增长的物质资源总是有限的，而实现财富增长的机

会也并不均等，仅仅依靠经济增长难以满足人们日益膨胀的物质需求与无止境的物质占有欲。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经济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会钝化个体的幸福感知；同时，单纯以经济收入为

导向很可能会加剧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从而造成幸福感损伤。 考虑到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

展，而不是物的增长，因而有必要改善社会网络或生态环境并形成新的信息与感受激励，从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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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个体的幸福感。
表 ３　 相对收入对农民家庭幸福感的影响（Ｎ＝ ３４９９）

变量
模型 ３－１ 模型 ３－２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客观相对收入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７ － －

主观相对收入 － － ０．２３１∗∗∗ ０．１９４

绝对收入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 ３．１２５∗∗∗ ０．０９６ ２．７０２∗∗∗ ０．１０１

伪 Ｒ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５８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分别表示 １０％、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表 ４ 汇报了社会网络对农民家庭幸福感的影响。 其中，模型 ４－１ 的结果显示，由人情支出

所表达的社会网络对农民家庭幸福感的回归系数为 ０．０３０，但不显著，说明社会网络对农民家庭

幸福感的影响并不确定；模型 ４－２ 的结果显示，社会网络的平方项不显著，说明社会网络对农民

家庭幸福感没有产生倒 Ｕ 型影响，即假说 ２ 得到验证。 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网络所代表的“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难以显著促进农民的幸福感。
表 ４　 社会网络对农民家庭幸福感的影响（Ｎ＝ ３４９９）

变量
模型 ４－１ 模型 ４－２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社会网络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６９

社会网络的平方项 － －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 ３．１８６∗∗∗ ０．１３４ ３．２２３ ０．１０９

伪 Ｒ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７

Ｐ 值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５

　 　 注：∗、∗∗、∗∗∗分别表示 １０％、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表 ５ 汇报了生态环境对农民家庭幸福感的影响。 模型 ５－１ 的结果显示，生态环境对农民家

庭幸福感的回归系数为 ０．０５７，且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模型 ５－２ 的结果显示，生态环境的

平方项不显著，说明生态环境对农民家庭幸福感没有产生倒 Ｕ 型影响，即假说 ３ 得到验证。 可

以认为，生态环境的改善能够显著提高农民的幸福感水平，并不会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而

发生逆转，即改善生态环境是增进幸福感的重要路径。
表 ５　 生态环境对农民家庭幸福感的影响（Ｎ＝ ３４９９）

变量
模型 ５－１ 模型 ５－２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生态环境 ０．０５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７３ ０．１２９

生态环境的平方项 － －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３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 ３．０７５∗∗∗ ０．１４２ ３．０６１∗∗∗ ０．１８３

伪 Ｒ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分别表示 １０％、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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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一步讨论：对农民伊斯特林悖论的解释

一般来说，伊斯特林悖论是在高收入群体中才会出现的现象。 图 １ 表明，中国人均可支配

收入在超过 ２．６ 万元之后，居民幸福感的上升趋势就会停止，并转变为下降趋势。 国家统计局

的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尚不足 １．８ 万元，远低于 ２．６ 万元这一拐点值。
依此推断，持续提升农民收入能够显著增进幸福感。 然而，前述的理论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随着

农民收入持续提升，幸福感反而呈现下降趋势，即农民在收入水平不太高的情形下居然出现了

伊斯特林悖论。 这是以往研究所忽略却应当关注的问题。
自农村改革开放以来，管制的放松、制度的演进赋予农民较为充分的经济自主权和要素处

置权。 其中，农民所获得的择业权以及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不仅改变了农民的就业结构，而
且显著推进了农民收入的结构性转型。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

的占比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４３．１％降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３５．３％；农村居民来自非农收入的占比由 ２００６ 年的

４６．２％增加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７６．７％。 值得重视的是，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主要来源于农民外出务工。
２０１９ 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２９０７７ 万人，其中异地迁徙的外出农民工为 １７４２５ 万

人①。 外出务工使人户分离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而且与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形成强烈反差的

是职业身份的扭曲、地域的歧视、家庭成员的分离，以及与之关联的由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引发

的心理压力与亲情缺失、身处异地的孤独感。 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农民幸福感损伤，从而导致

农民在家庭收入较低水平下走进了伊斯特林悖论的拐点。 可见，增进幸福感并且取得明显的实

质性进展，不仅要关注农民收入水平，还应该重视他们的收入结构及其来源渠道。
表 ６ 汇报了收入来源对农民家庭幸福感的影响。 结果显示，绝对收入的系数显著为正，说

明收入水平对农民家庭幸福感产生促进作用。 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系数为正，但不显

著，说明经营性收入占比和财产性收入占比对农民家庭幸福感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 转移性收

入占比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转移性收入对农民家庭幸福感产生促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工
资性收入对农民家庭幸福感的回归系数为－０．０５０，且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了工资性收

入对农民家庭幸福感产生抑制作用。 也就是说，通过打工获得收入来源的农民，在获得收入带

来的幸福感的同时，也在承受外出打工的“缺失感”带来的痛苦，从而出现打工收入占比越高，
反而抑制农民幸福感的现象。

表 ６　 收入来源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Ｎ＝ ３１３３）

变量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绝对收入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

经营性收入占比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２

财产性收入占比 ０．００１ ０．１２６

转移性收入占比 ０．１６１∗∗∗ ０．０４１

工资性收入占比 －０．０５０∗∗∗ ０．００５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常数 ３．１３５∗∗∗ ０．１０２

伪 Ｒ２ ０．０２６

Ｐ 值 ０．０００

样本量 ３１３３

　 　 注：∗、∗∗、∗∗∗分别表示 １０％、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打工收入衍生的缺失感造成幸福感损伤。 在此情境下，改善社会网络或生态福利能够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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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非物质等多样化的需求，从而弥补工资性收入造成的幸福感弱化。 其中，表 ７ 汇报了社

会网络在工资性收入影响农民家庭幸福感的作用机理。 结果表明，工资性收入与社会网络的交

互项系数为 ０．０５０，但不显著，即社会网络关系尽管不能增进农民的幸福感，但可以抑制外出务

工对农民造成的缺失感损伤。 表 ８ 汇报了生态环境在工资性收入影响农民家庭幸福感的作用

机理。 结果显示，生态环境与工资性收入的交互项系数为 ０．１１２，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
说明生态环境改善了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家庭幸福感的损伤。 由此可见，促进经济收入和生态福

利的协同发展，将经济理性延伸到人性复活、自然回归与生态效用之中，有助于增进幸福感，从
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表 ７　 工资性收入、社会网络对农民家庭幸福感的影响（Ｎ＝ ３１３３）

变量
模型 ７－１ 模型 ７－２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工资性收入 －０．０５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６７∗∗ ０．０３１

社会网络 ０．００９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７４

工资性收入×社会网络 － －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３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 ３．２２７ ０．１１１ ３．２３２ ０．１１１

伪 Ｒ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７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分别表示 １０％、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表 ８　 工资性收入、生态环境对农民家庭幸福感的影响（Ｎ＝ ３１３３）

变量
模型 ８－１ 模型 ８－２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工资性收入 －０．０６２∗∗∗ ０．０２６ －０．３７３∗∗∗ ０．０９４

生态环境 ０．０８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２

工资性收入×生态环境 － － ０．１１２∗∗∗ ０．０３２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 ３．０４８∗∗∗ ０．１１４ ３．２１０∗∗∗ ０．１２３

伪 Ｒ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５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分别表示 １０％、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五、结论与讨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坚持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进行了长期艰辛奋斗。”如何满

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尤其是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不

断增强广大农民的幸福感，从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已经成为一个重大议题。 幸福感具有社会总

体财富增加以及国民收入增长的发展性，同时具有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共享性以及长远利益和

发展适应的可持续性 ［２１］ 。 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打破“收入神话” ，建立广义的财富观与

福利观，从“以经济为中心”转向“以人民为中心” ，从而在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中增进农民幸

福感。
本文构建了以人为中心的关系体系以及幸福感的分析框架，并从“人与物” “人与人” “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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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三大维度，着重分析了收入水平、社会网络和生态环境对农民家庭幸福感的影响。 结果表

明：（１）绝对收入对农民家庭幸福感产生倒 Ｕ 型影响。 （ ２）主观相对收入对农民家庭幸福感具

有显著的影响；即使在绝对收入一定的条件下，当农民家庭感觉收入不如其他农民家庭时，幸福

感也会显著下降。 （３）社会网络对农民家庭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但不显著。 相反，生态环境

对农民家庭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４）外出务工对农民家庭幸福感造成损伤，使得农民

在收入水平不太高的情形下产生伊斯特林悖论。 但是，生态环境弱化了外出务工对幸福感的负

向影响，由此成为增进农民家庭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手段。
推进共同富裕不是一个远景目标，而是要见成效的实质性进程；共同富裕的核心在于让亿

万农民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由此决定了增进农民幸福感成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 本文

的政策含义在于：（１）立足于农村的资源禀赋，有意识地发展特色的种养殖产业，鼓励新型经营

主体发展，促进机械耕作和社会化服务市场的发展，不断优化农业产业链，做大做强特色产业，
促进农民收入长期增长。 （２）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鼓励因地制宜地发展多产业融合，引入

现代化的管理团队，壮大集体经济；同时，构建“党建＋责任落实＋技能培训＋产业发展”的机制，
把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作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抓手，促进农地社会财富增加。 （ ３）不断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构建公平合理的收入再分配机制，提升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尤其是加强对农民工的

社会保障力度；同时，拓展“以人为中心”的关系体系，不断赋予农民向上流动并共享发展红利

的机会。 （４）推进县域城镇化并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不仅要提高县域综合服务能力，建成服务

农民的区域中心，更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实现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不断创造出充分的就业

岗位，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就近工作，避免农民远距离外出务工而产生幸福感损伤。 （ ５）加大

公共财政的支持力度，完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把乡村

建设成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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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郑方辉，卢扬帆，覃雷 ．公众幸福指数：为什么幸福感高于满意度？ ［ Ｊ］ ．公共管理学报，２０１５，１２（ ２） ：６８ －

８２，１５６．
［６］种聪，岳希明 ．经济增长为什么没有带来幸福感提高？ ———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综述［ Ｊ］ ．南开经济研

究，２０２０（４） ：２４－４５．
［７］Ｆｒｅｙ Ｂ Ｓ， Ｓｔｕｔｚｅｒ Ａ． 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 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２， ４０（２） ： ４０２－４３５．
［８］兰德曼 ．哲学人类学［Ｍ］ ． 阎嘉， 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９］克拉克·Ｊ，黄炎平 ．马克思关于“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之命题［ Ｊ］ ．哲学译丛，１９９８（４） ：５３－６２．
［１０］Ｄｅｉｎｉｎｇｅｒ Ｋ， Ｓｑｕｉｒｅ Ｌ． Ｎｅｗ Ｗａｙｓ ｏｆ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ａｔ Ｏｌ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８， ５７（２） ： ２５９－２８７．
［１１］Ａｇｈｉｏｎ Ｐ， Ｂｏｌｔｏｎ Ｐ．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ｒｉｃｋｌｅ⁃ｄｏｗ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 ．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９７， ６４（２） ： １５１－１７２．
［ １２］Ｌｕｃａｓ Ｒ Ｅ Ｊｒ．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８８， ２２（１） ： ３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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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Ｋａｋｗａｎｉ Ｎ， Ｐｅｒｎｉａ Ｅ Ｍ． Ｗｈａｔ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 Ｊ］ ．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０， １８（１） ： １－１６．
［１４］Ｇｒａｈａｍ Ｃ．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Ｊ］ ．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２００８， ２７（３） ：８９５－８９６．
［１５］Ｐｉｋｅｔｔｙ Ｔ， Ｓａｅｚ 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９１３－１９９８［ Ｊ］ ．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３， １１８（１） ： １－４１．
［１６］费孝通 ．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Ｍ］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１７］韦伯 马克斯 ．韦伯作品集（卷三） ：支配社会学［Ｍ］ ．康乐，简惠美，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１８］孙秀林 ． 华南的村治与宗族———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 Ｊ］ ．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１， ２５（１） ： １３３－１６６．
［１９］祁毓， 卢洪友 ． 污染、健康与不平等———跨越“环境健康贫困”陷阱［ Ｊ］ ．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５（９） ： ３２－５１．
［２０］Ｃｈｅｎ Ｚ， Ｗａｎｇ Ｊ Ｎ， Ｍａ Ｇ Ｘ， ｅｔ 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Ｔａｃｋｌｅｓ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Ｊ］ ． Ｌａｎｃｅｔ， ２０１３， ３８２

（９９０９） ： １９５９－１９６０．
［２１］陈丽君， 郁建兴， 徐铱娜 ． 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构建［ Ｊ］ ． 治理研究， ２０２１， ３７（４） ： ５－１６．

（责任编辑：蒋玮）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ｃｏｍｅ－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ＺＨＥＮＧ Ｗｏｌｉｎ， ＨＯＮＧ Ｗｅｉｊｉｅ， ＬＵＯ Ｂｉｌｉ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２０２１，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ａｌｌ ｒｅｓｐｅｃｔｓ ｔｏ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ｏｌｉ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ｗｅａｌｔｈ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ａｉｍ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ｈｕｍａｎ⁃ｃｅｎｔｒ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 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ｇ” ， “ ｍａｎ ａｎｄ ｍａｎ” ， ａｎｄ “ 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 （ １ ）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ｈａｓ ａｎ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ｗｈｉｌ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ｉｓ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 ３）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ｅａｋｅｎ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 ｏ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ｒ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ｉ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ｉｎｄｕｃ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ｅｄ 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ｖｉｅｗ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ｗｅｌｌ⁃ｏｆｆ ｅｒ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Ｆａｒｍｅｒ Ｆａｍｉｌｙ

１５１

第 ６ 期 郑沃林，洪炜杰，罗必良 　 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增进农民幸福感


